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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面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背景下,环境非政府组织(ENGO)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主体之一,日

益成为促进企业减排的重要力量。 本文基于 2000—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样本,在准确度量企

业层面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计量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非正式

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企业碳排放绩效,这

一结论在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分析表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

放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首席执行官(CEO)具有绿色经历的企业、国有企业、非重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及非资源

型城市样本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机制分析显示,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网络媒体关注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

应及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来提升企业碳排放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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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mid the ongoing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ition, environment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ENGO)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fluential as one of the informal regulatory actors driving corporate emissions reductions. This

paper utilizes panel data from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ver the period 2000 - 2022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analysis is based on a precise measure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t the firm level and employs robust

econometric techniques, includ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s approa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ignificantly improves corporate carbon emission performance, with the

findings remaining robust across a series of sensitivity checks and after addressing potential endogeneity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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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impact of in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in firms

with CEOs who have green experience, state-owned firms, non-heavy-polluting firms, as well as in firms located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observed effect operates

primarily through increased media attention, the promotion of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form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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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过程

中,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政府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和

气候治理的必要手段,往往面临“政府主动、企业

被动、公众不动”的尴尬困境,致使其环境治理效

能大打折扣[1]。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

“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 一个健全且可持续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

形成,不仅依赖于政府主导的政策框架,还需要充

分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广泛参与及协同

合作。 当“自上而下”的正式环境规制未能发挥预

期效能时,急需通过“自下而上”的非正式环境规

制激发各方主体的积极性,促使政府和企业共同

强化环境污染防治责任,才能从根本上有效推动

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
随着环境非政府组织 ( Environmental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ENGO)的兴起,其在环

境和气候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逐渐成为学界

热点关注的重要议题。 作为一种非营利性社会组

织,ENGO 凭借其在企业排污监督、绿色技术推广

及绿色知识共享等方面的专业优势,逐渐成为了

非正式环境规制体系中的关键参与主体。 第一,
ENGO 能够向地方政府提供精准的环境治理信息,
有效缓解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从
而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管成本[2];第二,ENGO 可以

通过环境信息公开积极引导公众关注环境问题,
提升其环保意识,并借助环境教育和宣传不断增

强公众的环保责任感[3];第三,ENGO 不仅能够为

公众提供环境法律援助,有效保障其环境权益,还
能够通过组织广泛的社会环保活动,培育公众的

环境责任意识[4]。 ENGO 数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彰

显了非正式环境规制主体在环境和气候治理中的

活跃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公众对环境问

题关注度及参与需求的日渐增强。 如图 1 所示,自

2000 年以来,我国 ENGO 的每年新增数量整体上

呈现稳步上升的态势,并于 2016 年达到峰值。 尽

管近年来其每年新增数量有所下降,但截至 2023
年,全国累计成立的 ENGO 数量已突破 2 360 家。
显然,ENGO 在我国环境治理体系中已表现出日益

增强的战略价值,为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

供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发展简报》、NGOCN、NGO2. 0 等信息

平台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报告的中国非营利组

织数据整理而得。

图 1　 中国历年 ENGO 成立数量走势(2000—2023)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自我国提出“双碳”目

标以来,加快推进全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已成为

国家战略的重中之重。 企业作为绿色低碳转型的

关键行为主体,其碳排放绩效对“双碳”目标的实

现具有决定性影响[5]。 现有研究普遍认为,企业

可以通过加快绿色技术创新[6]、优化能源结构[7]、
提升技术效率[8]等内部转型路径来改善其碳排放

绩效。 同时,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代表的正式

环境规制手段,以及以环境信息披露机制为代表

的非正式环境规制途径,均被视为推动企业碳排

放绩效提升的重要外部力量[9 - 10]。 然而,目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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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影响的现有

研究,仍主要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信息披露

或公众舆论监督等方面,缺乏对以 ENGO 为代表的

非正式环境规制主体在此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进行

深入探讨与机制解析。 对此,本文基于 2000—2022
年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样本,在准确度量

企业层面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基础上,采用双向固

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法等多种计量分析方法,
就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

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系统的实证考

察,旨在为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碳排放绩效之

间的因果关系提供新的理论解释和经验证据的同

时,也为在新发展格局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

政策参考。
具体而言,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第一,与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环境信息

披露等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经济与环境效应不同,
本文以 ENGO 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

面探讨了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主体对企

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不仅丰富了非

正式环境规制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的理论框架,
也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健全提供了新的学理支

持与经验依据。 第二,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省份

或城市层面来探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区域环境绩

效的影响,较少在微观层面评估其对企业环境绩

效的作用,尤其缺乏基于 ENGO 空间分布差异的

微观考察。 本文通过匹配上市公司与 ENGO 地址

信息,构建了企业周边 ENGO 数量的数据样本集,
并以此作为衡量企业所面临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的

度量指标,进而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

绩效的影响进行了准确识别,为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的完善提供了更加细致的微观层面科学依据。
第三,本文系统阐释了 ENGO 影响企业碳排放绩

效的潜在作用机制,即网络媒体关注效应、绿色技

术创新效应和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并通过两

步法中介效应模型对其进行了严谨的实证检验,
有效揭示了 ENGO 在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中所

发挥的独特作用,为政策制定者和企业管理者有

效激活社会监督资源、提升绿色转型治理效能提

供了新的思路。
本文后续部分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

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第二部分为模型设定、变量

选取与数据说明;第三部分报告并讨论了实证结

果;第四部分为作用机制识别;第五部分为结论与

政策含义。
一、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以 ENGO 为

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主体凭借其灵活性和非强

制性,能够通过柔性治理手段显著提升企业碳排

放绩效。 第一,与正式环境规制的强制性约束不

同,ENGO 可以依托社会规范、舆论监督和消费者

偏好等柔性治理手段,通过多元化的社会互动机

制,重塑企业的环境责任意识和决策逻辑,引导其

主动优化碳排放管理模式,进而推动其绿色低碳

转型[11]。 第二,ENGO 能够有效弥补正式环境规

制在覆盖范围和执行力度上的不足,通过社会监

督、公众讨论及市场反馈等方式促进企业碳排放

行为透明化,从而在社会层面上构建起对企业环

境行为的约束与激励机制[12]。 同时,ENGO 的非

强制性也可为企业提供适应和调整空间,使其能

够在履行环境责任与应对市场竞争压力之间找到

平衡,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碳减排目标。 第三,
ENGO 能够持续塑造企业外部舆论环境和社会期

待,促使企业逐步认识到绿色低碳不仅是履行环

境合规义务的基本要求,更是提升市场竞争力、获
取社会认同的关键路径,从而推动企业从被动遵

守环境法规向主动开展绿色低碳转型迈进[13]。 基

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

企业碳排放绩效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网络媒体凭借其信息传播效率和广泛的社会

覆盖能力,可以为 ENGO 开展环境倡导与监督工

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而显著提升其在企业碳

排放绩效管理中的引导力与约束力。 一方面,
ENGO 可以依托网络媒体的强大传播力,通过提高

公众对企业环境行为的关注度和塑造舆论导向,
为企业塑造以声誉约束为核心的外部治理体

881

中国软科学 2026 年第 3 期



系[14]。 在这一信息透明、监督机制愈加严密的约

束环境下,企业面临巨大的声誉压力。 为了维护

社会认可、巩固市场信任并赢得资本市场的支持,
企业不得不主动优化其战略定位,将绿色发展目

标深度融入核心经营战略,以积极回应公众与市

场的期望。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的交互性有助于

增强 ENGO 在环境治理中的动态反馈能力,为其

扩大社会影响力提供有力支撑。 依托网络媒体,
ENGO 不仅能够高效传播企业环境行为信息,还能

够实时监测企业动态,并引导公众舆论对其进行

监督,从而形成“监督—改进—传播”的闭环反馈

机制[15]。 在这一机制下,ENGO 得以深度介入企

业环境治理过程,通过持续的舆论压力推动企业

从被动履行转向主动承担环境责任。 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能

够通过网络媒体关注效应促进企业碳排放绩效的

提升。
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进程中,ENGO 能

够凭借其灵活高效的外部治理机制,为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的深化发展与碳排放绩效的持续优化提

供有力支持。 一方面,作为环境治理的外部主体,
ENGO 可以通过直接协商、媒体曝光、舆论引导和

联合抵制等手段,向高污染企业精准施压,推动其

改进生产技术、减少污染排放。 这种外部压力不

仅能够在短期内驱动企业在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改

进与优化,还能在长期范围内深刻影响企业的战

略决策,促使其认识到绿色技术创新在提升竞争

力、规避风险和应对政策要求中的核心作用,从而

将绿色技术创新转化为内生驱动的长期发展战

略[10]。 另一方面,ENGO 与企业的合作能够有效

整合双方的互补资源,特别是在推动绿色技术创

新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ENGO 不仅能为企业提供

相关环境知识和技术支持,还能帮助其拓展绿色

采购和分销网络的渠道,从而提升其市场竞争力

和社会认可度,进一步加速绿色技术创新的应用

与普及[16]。 此外,与企业地理位置相近的 ENGO
能够更高效地捕捉企业环境“软信息”,如企业环

保行为动向、环保政策响应预期及环境责任意识

等关键隐性信号[17]。 这不仅能够显著增强企业对

绿色技术和环境监管要求的敏感性,也有助于绿

色理念在企业内部的深度嵌入和绿色规范实践的

有效落实,进而为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注入重

要的外部驱动力。 基于此,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

假说。
假说 3: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能

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碳排放绩效的

提升。
通过向地方政府施加压力,ENGO 能够间接影

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从而促进企业碳排放

绩效的改善。 第一,ENGO 对地方政府行为具有监

督、约束和纠偏等职能[18]。 通过对环境污染问题

的持续关注,ENGO 能够精准洞察并揭示地方政府

在环境治理中存在的短板与缺陷,从而对其环境

治理行为施加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与约束,推动地

方政府采取更为严谨高效的环境规制措施[4]。 第

二,ENGO 可以通过公众监督和舆论引导,促使地

方政府积极回应社会日益增长的环保诉求,加强

正式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确保环境治理措施落到

实处[19]。 第三,生态环境风险的复杂性与不确定

性要求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需要广泛征求

各方意见。 而 ENGO 凭借其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够为政府政策设计提供科

学依据和切实可行的建议[20],还能够引导公众对

环境议题的关注与讨论,从而间接影响地方政府

在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决策方向和优先事项。
综上,本文进一步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能

够通过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促进企业碳排放绩

效的提升。
二、模型设定、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设定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 1,本文首先构建如下基

准回归模型来考察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

绩效的影响。
CEP it = β0 + β1 IER it + β2Control sit + μi + γt +

λc + εit (1)
其中,i、 c 和 t 分别表示企业、城市和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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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P 表示企业碳排放绩效;IER 表示非正式环境规

制;Controls 表示一系列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β0、
β1和 β2为待估参数;μi、γt和 λc分别表示企业固定

效应、年份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

动项。
进一步地,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 2 至假说 4,

本文还通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对非正式环境规

制影响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潜在机制路径进行

识别。

①　本文选择 40 km 作为统计上市公司周围 ENGO 数量的半径范围,可以较为全面地涵盖上市公司所在城市及其周边区域,从而准确评

估 ENGO 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同时,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后文将基于 20 km 至 100 km 范围内的 ENGO 数量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Mediatorsit = δ0 + δ1 IER it + δ2it + μ′
i + γ′

t +
λ′

c + ε′
it (2)

其中,Mediators 为潜在机制变量;其余变量含

义与式(1)相同。
(二)变量选取

1. 企业碳排放绩效

本文参考 Clarkson 等[21] 的做法,使用企业碳

排放强度的倒数来衡量其碳排放绩效(CEP)。 具

体而言,企业碳排放强度定义为企业碳排放量与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企业碳排放量的测算主要

参考王浩等[22]的做法,从企业每年发布的年报、社
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中手工收

集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消费量、用电用

热量等相关数据,并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

《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分别计

算企业的直接碳排放量和间接碳排放量,最终将

两者加总得到企业的总碳排放量。
2. 非正式环境规制

一方面,在 ENGO 数量较为密集的地区,企业

的环境绩效通常表现得更加优异[23];另一方面,
ENGO 数量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非正式环

境规制的认知与应对能力[19]。 因此,本文以企业

周边的 ENGO 数量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 IER)的
表征指标。 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①通过整合《中
国发展简报》、NGOCN、NGO 2. 0 等多个信息平台,
以及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中国非营利

组织数据库,全面收集和整理全国范围内注册的

NGO 的相关数据。 在此基础上,根据各 NGO 的简

介和经营范围,进一步人工筛选出与环境相关的

ENGO。 ②从国泰安数据库(CSMAR)获取上市公

司地注册地址,并从中国社会组织行政服务平台、
企查查等渠道获取 ENGO 的注册地址。 ③使用高

德地图开发者平台将上市公司和 ENGO 的注册地

址转换为经纬度坐标,进而依据经纬度信息确定

ENGO 所在的城市。 ④采用半正矢公式计算上市

公司与各 ENGO 之间的球面距离。 ⑤借鉴 Hu
等[26]的思路,统计上市公司注册地周围 40 km 范

围内的 ENGO 数量①。
3. 控制变量

不失一般性,本文选取企业规模(Size)、资产

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销售净利率

(NetProfit)、现金流比率(Cashflow)、固定资产占比

(FixedAsset)、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托宾 Q 值

(TobinQ)、企业年龄(Age)和管理费用率(Mfee)作
为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 本文的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定性描述
变量类型 变量类型 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企业碳排放绩效 CEP 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倒数

解释变量 非正式环境规制 IER 企业注册地周边 40 km
范围内的 ENGO 数量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资产负债率 Lev 企业当年度期末总负债
除以期末总资产

净资产收益率 ROE 企业当年度净利润除以
期末股东权益

销售净利率 NetProfit 企业除以销售收入

现金流比率 Cashflow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除以总资产

固定资产占比 FixedAsset 企业固定资产净额除以
总资产

营业收入增长率 Growth
企业本年营业收入除以
上一年营业收入后再
减 1

托宾 Q 值 TobinQ

企业流通股市值与非流
通股股份数乘以每股净
资产的乘积与负债账面
值之和除以公司总资产

企业年龄 FirmAge 当年年份减去公司成立
年份加 1 后取自然对数

管理费用率 Mfee 企业管理费用除以营业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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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说明

囿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以 2000—2022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 其中,上市公司数据主

要源自 CSMAR 数据库;企业年报、社会责任报告、
可持续发展报告、环境报告数据来自各上市公司

的官方网站;ENGO 名单主要来源于《中国发展简

报》、NGOCN、NGO 2. 0 及 CNRDS 数据库;ENGO
注册地址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组织行政服务平台、
企查查。 为了应对数据库中存在的指标数据缺

失、异常值等问题,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包括剔除金

融、房地产行业及 ST 上市公司样本、回归插补缺

失值、5% 缩尾等必要的预处理。 在此基础上,本
文最终获得了包含 4 968 家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

板数据。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EP 37 302 0. 419 2 0. 358 5 0. 242 3 2. 177 9
IER 50 351 36. 214 9 63. 189 0 0 312
Size 50 365 21. 978 8 1. 287 5 19. 662 2 26. 059 9
Lev 50 365 0. 427 4 0. 203 8 0. 052 9 0. 894 8
ROE 50 303 0. 064 1 0. 133 0 - 0. 646 5 0. 358 5

NetProfit 50 359 0. 065 2 0. 185 8 - 1. 001 5 0. 504 6
Cashflow 50 361 0. 047 1 0. 071 7 - 0. 174 3 0. 249 2
FixedAsset 50 364 0. 224 2 0. 166 4 0. 002 3 0. 714 6
Growth 50 139 0. 176 5 0. 397 6 - 0. 579 0 2. 401 2
TobinQ 49 729 1. 923 5 1. 184 2 0. 863 8 7. 931 2
FirmAge 50 365 2. 758 2 0. 451 0 1. 386 3 3. 526 4
Mfee 50 350 0. 089 7 0. 076 2 0. 008 0 0. 491 6

三、实证结果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汇报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

效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第(1)列和第(3)列的回

归结果表明,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非正式环境

规制均能显著提高企业碳排放绩效。 考虑到经济

活动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以及可能由双向因果

关系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非正式环境规制

以滞后一期(L. IER)的方式引入基准模型中重新

进行参数估计,相应的结果分别报告于第(2)列和

第(4)列。 可以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滞
后一期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仍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为了排除城市层面固定因素

对回归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进一步在第(5)列中

引入了城市固定效应。 回归结果表明,非正式环

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积极影响依然显著。
综上,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确实有

助于改善企业的碳排放绩效,假说 1 得到了初步验

证。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CEP

(1) (2) (3) (4) (5)

IER 0. 000 11∗∗∗

(0. 000 03)
— 0. 000 11∗∗∗

(0. 000 03)
— 0. 000 11∗∗∗

(0. 000 03)

L. IER — 0. 000 13∗∗∗

(0. 000 03)
— 0. 000 13∗∗

(0. 000 04)
—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是

常数项
0. 414 66∗∗∗

(0. 001 03)
0. 413 84∗∗∗

(0. 001 17)
0. 291 43∗∗∗

(0. 042 13)
0. 265 21∗∗∗

(0. 047 53)
0. 291 43∗∗∗

(0. 042 34)
企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是

调整 R2 0. 876 2 0. 875 5 0. 878 2 0. 877 7 0. 876 8
样本量 37 256 33 072 36 684 32 665 36 684

注:∗∗∗、∗∗和∗分别表示 1% 、5%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系数下方
括号内数值为企业层面聚类的标准误。 下同。

(二)内生性问题

在识别非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碳排放绩效的

因果关系时,主要面临以下两个挑战。 第一,
ENGO 的规制强度难以直接量化,现有研究通常以

ENGO 数量、活动频次及网络曝光率等代理变量来

间接度量其规制强度,但这些变量可能无法全面

反映 ENGO 的实际影响力,从而可能带来测量误

差。 第二,ENGO 的规制效果与公众环保意识、地
方政府政策倾向等因素密切相关。 若无法控制这

些潜在干扰因素,实证结果可能会偏离非正式环

境规制的真实影响。
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古志辉

等[24]的做法,选取企业所在城市的儒家文化强度

(Confucianism)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进

行进一步检验。 一方面,儒家文化核心价值观在

深刻塑造社会行为规范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与行为。 另一方

面,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塑造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行

为规范而间接影响非正式环境规制,但其难以对

企业碳排放绩效产生直接影响。 因此,本文选取

企业注册地所在地级市现存的孔庙数量度量儒家

文化强度。 考虑到孔庙数量是一个非时变变量,
本文将其与年份交乘而转化为具有时变特征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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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将其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进行

参数估计。
进一步地,参考潘爱玲等[25]的做法,本文选取

同年度同行业其他企业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均值

(AverageIER)作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另一个工具

变量。 一方面,同行业内其他企业的非正式环境

规制均值有效反映了该行业整体的社会和市场压

力,能够间接影响目标企业的碳排放绩效。 另一

方面,同行业其他企业的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值是

一个外部变量,其本质上是对行业普遍性非正式

环境规制压力的反映,并不直接受到单个企业碳

排放绩效的反馈与影响。
表 4 报告了分别基于上述两个工具变量的 2SLS

估计结果。 可以发现,两个工具变量的第一阶段 F 值

均明显大于 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同时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在 1%的水平上

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由此

可见,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理有效的。 从

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来看,在缓解潜在的内生性

问题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从
而进一步证明了假说 1 的成立。

表 4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

变量
CEP

(1) (2)

IER 0. 000 47∗∗∗

(0. 000 16)
0. 000 16∗∗∗

(0. 000 04)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33 630 36 474
第一阶段回归结果

Confucianism - 0. 304 67∗∗∗

(0. 024 29)
—

AverageIER — 4. 952 19∗∗∗

(0. 100 74)
Kleibergen-Paap rk LM 值

(P 值)
141. 63∗∗∗

(0. 000)
262. 84∗∗∗

(0. 000)
第一阶段 F 值 157. 28 2 416. 53

样本量 33 630 36 474

(三)稳健性检验

1. 替换关键度量指标

一方面,本文参考何玉等[26]的做法,本文使用

企业每百万元销售净额的碳排放总额的倒数作为

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替代指标并重新进行参数估

计。 相应的结果见表 5 第(1)列。 另一方面,本文

根据不同距离范围(20 km、60 km、80 km、100 km)
重新统计了上市公司注册地周围的 ENGO 数量

(分别记为 IER_20、 IER_60、 IER_80、 IER_100)。
此外,本文将上市公司注册地替换为办公地,同样

根据不同距离范围重新统计了企业办公地周围的

ENGO 数量(分别记为 IER_off20、IER_off40、IER_
off60、IER_off 80、IER_off100)。 相应的结果见图

2。 可以发现,前文得到的基准结论在不同企业碳

排放绩效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度量指标下均并未发

生显著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采用企业办

公地还是注册地作为统计依据,随着空间距离的

增加,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促进

作用均呈现出逐渐减弱的趋势,这意味着非正式

环境规制的影响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即越接

近企业所在地的 ENGO 越能对企业的环保行为产

生实质性约束。
2. 控制正式环境规制的影响

参考钱明等[27] 的做法,本文使用上市公司年

报中与“环保”相关的消极词词频与积极词词频的

差除以两类词词频的和所得的比值,作为正式环

境规制的度量指标引入基准回归模型而重新进行

参数估计。 相应的回归结果见表 5 第(2)列。
3. 控制环境信息披露(PITI)的影响

考虑到 PITI 的发布可能会对相关城市的环

境政策、企业行为及公众认知产生直接影响,本
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一个反映 PITI 信息公

开影响的交乘项变量(将发布 PITI 的城市赋值为

1,未发布的城市赋值为 0,并将该虚拟变量与城

市首次公开 PITI 的年份相乘)。 相应的结果见表

5 第(3)列。
4. 控制环保热线的影响

环保热线作为一种重要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

的渠道,能够直接影响居民的环境投诉行为和政

府的环境治理响应[28]。 为了消除其对研究结果的

潜在干扰,本文剔除了 2003 年之前的样本后重新

进行参数估计。 相应的结果见表 5 第(4)列。
5. 其他稳健性检验

①将标准误聚类到地级市层面;②控制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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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③剔除直辖市和省会

城市样本。 相应的结果分别见表 5 第(5)列 ~ 第

(7)列。

由表 5 可知,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表明前文

的基准结论是十分可靠的,由此充分证明了假说 1
的成立。

表 5　 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CEI CEP
(1) (2) (3) (4) (5) (6) (7)

替换碳排放
绩效指标

控制正式环境
规制的影响

控制环境信息
披露的影响

控制环保
热线的影响

更换标准误
聚类层级

控制产业和
行业固定效应

剔除直辖市和
省会城市样本

IER 0. 049 39∗

(0. 025 47)
0. 000 12∗∗

(0. 000 04)
0. 000 11∗∗∗

(0. 000 03)
0. 000 11∗∗∗

(0. 000 03)
0. 000 11∗∗∗

(0. 000 02)
0. 000 11∗∗∗

(0. 000 03)
0. 000 19∗∗∗

(0. 000 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否

调整 R2 0. 774 8 0. 876 1 0. 876 8 0. 876 8 0. 876 8 0. 876 8 0. 883 4
样本量 36 684 30 837 36 598 34 835 36 684 36 683 20 767

图 2　 替换关键度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异质性分析

1. 高管背景差异

本文借鉴卢建词和姜广省[29] 的做法,基于

CSMAR 数据库中上市公司董监高个人特征信息

表,筛选并确认企业首席执行官(CEO)是否具备

“绿色”相关教育背景或从事过绿色相关工作的经

历。 若企业 CEO 具备上述绿色经历,则变量 CEO_
green 取值为 1;若未涉及此类经历,则变量 CEO_
nogreen 取值为 1。 进一步地,本文将 IER 与 CEO_
green 和 CEO_nogreen 分别进行交乘处理,并将该

交乘项纳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由图 3 中可以看出,IER 与 CEO_green 和 CEO_

nogreen 的交乘项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系数均

显著为正,并且前者的系数值要高于后者,从而表

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应

在 CEO 具有绿色经历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明显。 具

有绿色经历的 CEO 因其专业背景而更加注重企业

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品牌形象的塑造,更倾向于积

极响应非正式环境规制,主动推动环境保护与可

持续发展实践,力求在行业内树立绿色发展的标

杆。 这种领导倾向不仅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碳排放

绩效,还能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长期价值,进
一步巩固其在行业绿色转型中的领先地位[30]。

2. 所有制性质差异

本文将企业依据所有制性质划分为国有企业

(SOE)和非国有企业(noSOE)两类,并通过构建虚

拟变量的方式,将 IER 与其各自的虚拟变量交乘

后纳入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由图 3 可以看出,IER 与 SOE 和 noSOE 的交

乘项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
并且前者的系数值要高于后者,从而表明非正式

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

业更为明显。 一方面,国有企业通常需要承担更

多的社会责任,公众和媒体对其环境表现的关注

度也更高,因此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对非正式环境

规制做出响应,通过在绿色技术创新、资源配置优

化及碳排放管理等方面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而提

升其碳排放绩效。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通常具备

更为雄厚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这使其能够在技术

升级和环保项目实施上具有更强的能力和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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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相较之下,非国有企业因存在更明显的资金

和技术限制,难以像国有企业那样在短期内对非

正式环境规制做出快速响应。

图 3　 异质性分析结果

3. 污染密集程度差异

本文参考王禹等[31] 的做法,根据生态环境部

2010 年公布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南》将样

本企业样本划分为重污染企业(hp)和非重污染企

业(nohp)两组,并同样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方式,
将 IER 与其各自的虚拟变量交乘后纳入基准回归

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由图 3 可以看出,IER 与 nohp 的交乘项对企

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与 hp 交乘

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意味着非正式环境规制对

企业碳排放绩效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非重污染

企业样本中。 由于重污染企业的生产过程高度依

赖高污染、高排放的技术路径,其碳排放绩效的改

善主要依赖于正式环境规制的约束与引导。 尽管

非正式环境规制会对重污染企业产生一定外部压

力,但由于其技术结构和资源配置的路径依赖,非
正式规制难以在短期内对其发挥明显作用。 此

外,重污染企业面临较高的转型成本和技术门槛,
这使其对非官方监督的响应较为迟钝,甚至可能表

现出抵触和规避倾向[12]。 因此,非正式环境规制对

重污染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较为有限。
4. 地理区位差异

本文将样本企业所在城市划分为东部(East)
和中西部(Midwest)地区两组,并通过构建虚拟变

量的方式,分别将其与 IER 进行交乘处理后纳入

基准回归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相应的结果如图 3 所示。 可以发现, IER 与

East 和 Midwest 的交乘项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

系数均显著为正,但前者的系数值要小于后者,这表

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效应在

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 一方面,东部地区经济更为

发达,企业的环保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要高于中西

部地区,使得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外部压力可能已经

被内化为企业的内在驱动力,使其对企业碳排放绩

效的提升作用反而较为有限。 另一方面,中西部地

区经济发展较为滞后,与东部地区相比企业在环境

保护技术和管理水平方面仍存在显著差距。 在这种

情况下,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弥补正

式环境规制的不足,更易于通过公众舆论和社会监

督的外部压力,倒逼企业提升其碳排放绩效。
5. 城市特征差异

本文参考邵帅等[32] 的做法,将样本企业所在

城市划分为资源型城市(ResCity)和非资源型城市

(noResCity)两类,并通过构建虚拟变量的方式,分
别将其与 IER 进行交乘处理后纳入基准回归模型

进行参数估计。
由图 3 可以发现,IER 与 noResCity 的交乘项

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而与

ResCity 交乘项的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非正式环境

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于非资

源型城市的企业样本中。 通常而言,非资源型城市

具备更为多元化和高附加值的产业结构,企业在技

术创新、绿色转型及环保理念等方面相对更具前瞻

性。 在此背景下,非正式环境规制所施加的外部压

力能够较快转化为提升碳排放绩效的内部动力。 相

较之下,资源型城市的经济发展深受传统资源开采

和加工业的制约,企业面临较高的转型成本和技术

瓶颈,非正式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企业碳排放绩效

的推动作用会受到较大限制。
四、机制识别

根据假说 2 ~ 假说 4,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

碳排放绩效的正向影响可能通过网络媒体关注效

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

得以实现。 本节基于式(2)对其进行检验。
(一)网络媒体关注效应

本文参考罗进辉等[33] 的做法,利用百度新闻

搜索引擎对标题(Title)和内容(Content)中包含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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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企业名称的网络媒体报道进行逐年检索,并进

一步根据媒体报道的感情色彩将媒体报道的内容

区分为正面报道(Positive)、中性报道(Neutral)和

负面报道(Negative)3 类。 在此基础上,本文统计

出各类网络媒体报道的年度出现次数并以此表征

网络媒体对企业的关注度。 表 6 报告了网络媒体

关注效应的检验结果。 从表 6 可以发现, IER 对

Content、Positive 和 Neutral 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

正,而对 Title 和 Negative 的系数则不显著,这意味

着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依赖于网络媒体的报道内

容,以及正面网络媒体报道和中性媒体报道来影

响企业碳排放绩效。 一方面,报道的内容能够提

供较为详实的信息,有效深化公众对环境议题的

认知。 正面报道通过塑造企业标杆形象,激励行

业内其他企业效仿,推动整体碳排放绩效提升;中
性报道则通过客观和平衡的信息,减少偏见和情

绪干扰,使公众更全面理性地了解企业的环境行

为。 另一方面,报道标题由于信息承载有限,仅在

吸引公众注意力方面产生边际效应,难以有效推

动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实质效力。 同时,负面报道则

因情绪化表达,可能导致公众意见分裂或引发企业

抵触,从而削弱其对环境治理的正向调节效能,短期

内难以促进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表 6　 机制识别结果:网络媒体关注效应

变量
Title Content Positive Neutral Negative
(1) (2) (3) (4) (5)

IER -0. 003 44
(0. 054 65)

0. 934 16∗

(0. 506 64)
0. 405 41∗

(0. 213 47)
0. 299 54∗∗

(0. 146 83)
0. 213 70

(0. 165 7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调整 R2 0. 573 0 0. 511 3 0. 575 5 0. 385 4 0. 466 6
样本量 37 052 37 052 37 052 37 052 37 052

(二)绿色技术创新效应

本文借鉴刘金科等[34] 的做法,采用企业当期

绿色专利申请数量占当期全部专利申请数量的比

重(GreenP)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度量指标。 表 7
第(1)列报告了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的检验结果。
可以发现,IER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能够显著

促进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 一方面,非正式环境

规制促使企业将绿色技术创新视为履行环境责

任、回应公众期待的重要途径,即通过加大绿色技

术研发投入来提升碳排放绩效,以增强环境合规

性[10];另一方面,绿色技术创新不仅是企业提升生

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的重要手段,还能为其带来

长期的竞争优势与市场认可。 在这一过程中,非
正式环境规制通过公众舆论、社会监督和价值导

向,有助于构建起外部激励与企业内部技术升级

之间的联动机制,推动企业在减碳与创新方面形

成协同效应,进而实现碳排放绩效持续提升与创

新驱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

本文借鉴李虹等[35] 的做法,选取城市层面的

工业 SO2去除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工业

烟(粉)尘去除率、生活污水处理率及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 5 个指标,并采用熵值法计算出各指标

的权重,进而通过线性加权求和得到正式环境规

制(ER)的度量指标。 表 7 第(2)列报告了正式环

境规制强化效应的检验结果。 从表 7 可以发现,
IER 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其能够有效推动正式环

境规制的深化与完善,促进更高标准的环境治理

政策的出台与实施。 一方面,非正式环境规制能

够通过加强社会监督力度与公众舆论压力,迫使

政府对环保议题做出更为及时和有效的政策回

应。 另一方面,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通过推动环

境议题在社会中的广泛传播与讨论,增强公众对

环境问题的认知与参与,进而有助于凝聚推动环

境治理政策升级的社会共识和行动动力。 因此,
为了响应公众期望并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
政府必须持续深化正式环境规制,推动出台更为

严格且具有更强执行力的环境政策措施,从而推

动环境治理标准的提升与政策执行力度的强化。
表 7　 机制识别结果: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

　 　 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

变量
GreenP ER
(1) (2)

IER 0. 000 10∗

(0. 000 6)
0. 000 05∗

(0. 000 0)
控制变量 是 是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调整 R2 0. 469 3 0. 015 5
样本量 26 469 28 365

综上,本文提出的假说 2 ~ 假说 4 均得到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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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即非正式环境规制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关注效

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正式环境规制强化效应

促进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推进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时代背

景下,深入探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

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

从 ENGO 的视角出发,利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的

研究样本,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碳排

放绩效进行了系统考察,得到如下主要结论:第
一,以 ENGO 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有效

推动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这一结论在通过一

系列稳健性检验和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
第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企业碳排放绩效的提升

作用在 CEO 具有绿色经历的企业、国有企业、非重

污染企业、中西部地区及非资源型城市样本中表

现得更为显著;第三,非正式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网

络媒体关注效应、绿色技术创新效应和正式环境

规制强化效应来提升企业碳排放绩效。
本文的研究结论蕴含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

一,应加强对 ENGO 的支持与能力建设,推动非正

式环境规制的专业化与制度化发展。 一方面,地
方政府可建立常态化的相关支持机制,通过设立

专项资金、提供项目资助与运营补贴,支持 ENGO
在环境监测、信息披露、公众教育等方面发挥作

用。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推动建设 ENGO 与企

业、政府之间的协同治理平台,支持开展绿色对话

机制、第三方评估体系和信息共享接口,促进

ENGO 在环保标准制定、排放监督和企业环境绩效

评价等方面实现实质参与。
第二,要推动媒体深度参与和绿色技术协同

创新,增强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
应充分发挥网络媒体覆盖广、传播快的优势,推动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透明化和规范化,强化公众

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同时,相关

监管部门应制定针对媒体参与环境治理的专业化

准则,规范环境信息的发布与传播,提升环境信息

披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避免因偏向性或情绪化

报道而削弱公众监督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应推

动 ENGO 与企业在绿色技术创新领域的深度合

作,结合税收优惠、专项资金支持等激励机制,鼓
励 ENGO 为企业提供绿色技术指导、供应链优化

和市场拓展等服务,从而加速绿色技术的研发、推
广与落地,有效推动企业开展绿色低碳转型。

第三,应从政策层面着力构建 ENGO 与正式

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路径,实现“正式 + 非正式”
环境规制双轨并行的环境治理格局。 在此过程

中,应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环境特

征的差异,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实施差异化政策,确
保环境治理策略与地方实际情况相契合。 特别是

在中西部地区和资源型城市等环境治理资源较为

稀缺的区域,尤其需要加大对 ENGO 的政策支持

与能力建设,强化其组织覆盖深度与社会影响力,
使其在当地环境治理体系中发挥出更为积极的辅

助作用。 另一方面,应鼓励 ENGO 深度参与环境

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全过程,通过提供科学建议和

实践反馈,提升政策设计的针对性与执行效果。
同时,可通过构建 ENGO 与政府之间的动态协作

机制,有效融合 ENGO 的社会监督优势与政府的

执法权威性,进而构建起多元参与、权责明确、运
行高效的环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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